第三章案例

【第一节案例】
案例3—1 政策问题界定的方法的应用

广州的士降价？偷梁换柱！

11月30日，广州各大媒体同时报道了一则涉及公众利益的新闻：从12月1日起，广州市出租车降价。即：现行的每公里租价和起步价不变，将起步价的里程由原来的2000米增加到2300米。这意味着每次“打的”可以省8毛钱。

乘客当了“冤大头”

广州市出租车行业的现状如下：全市现有出租车约1.6万辆，价格多为每公里2.4和2.6元两种，其中80％为每公里2.6元，是全国出租车费最贵的城市之一；而不管何类车辆，起步价均为2000米7元，此后，计价表每次起跳1元。

上述几个数据表明，在2000米的7元基本租价中，实际的历程费用是2.4元的车为4.8元，2.6车为5.2元，而乘客无一例外要支付7元。显然，在这个7元的起步价中，每乘车一次，乘客就要支付历程费用以外的2.2元或1.8元。很多人并不清楚，他乘坐一次出租车为何要额外承担2.2元1.8元？

原来，7元的起步价中包含了两项收费内容：“公用事业附加费”和“出租车交通建设附加费”，每辆出租车每月要缴纳的这辆项费用分别为450元和420元，共计870元。也就是说，这两项费用最终全部转嫁给乘客。出租车乘客充当“冤大头”的结果，是广州市财政每年通过1.6万辆出租车，向乘客收取了1.67亿元！

根据国家财政部规定，全国从今年6月1日起取消200多项政府性基金项目，广州市的“出租车交通建设附加费”就在被取消之列。在起步价7元中，就包含该项由乘客支付的费用0.8元。然而，广州市并没有从今年6月1日起取消“出租车交通建设附加费”，每辆出租车每月仍要上缴420元，乘客每次乘车都要多出0.8元，如果到12月1日截止，就意味着这5个月的时间里它非法收取了4000多万元。

降价只是“偷换概念”

长期以来，广州市民对出租车价格过高颇有怨言，媒体也进行过不少讨论，这大约就是本次出租车价格调整的动因。但是，提价容易降价难，这是谁都知道的，在与出租车价格关联的经营者（包括司机、出租车企业）、消费者和政府部门之间，经营者被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费压得喘不过气来，除政府部门减免税费外，本身难有让利的空间，而政府部门也不愿意放弃这块“肥肉”。因此，在“平衡”各方利益后，最后出台得所谓降价方案只能是以牺牲消费者得利益为前提——名为降价，实际上却是继续维持全国第二高得出租车价格。从12月1日起，我们每次乘车看起来少付了8毛钱，但并不是价格下降的原因，而是原本不合理的费用被取消了，有关部门将其称为价格下降，不过是偷梁概念而已。

（摘自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案例3—2 方案比较的方法的应用——可行性分析

三峡工程的科学决策过程

三峡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规模宏大、举世瞩目。它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多种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又是一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门类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它进行科学决策，需要集中不同层次，不同知识结构的专家集团的智慧，需要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程序、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论证。

近50年来的技术准备

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三峡工程的伟大设想。

上世纪30—40年代，在当时国民政府的组织下，中外专家曾对三峡工程开展了初期勘测规划工作。1944年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尽管这份报告还不够完整充分，但可称得上是三峡工程最早的开发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工程的全面勘测、设计和规划工作才真正展开。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从50年代中期开始并持续不断，迄今近半个世纪。这些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回答了三峡工程论证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也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编制和初步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三峡工程的正式开工奠定了基础。

除承担勘察、规划、设计和研究工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数千名专业技术人员外，国内一大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设备制造部门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也参加了工程的研究工作，并多次组织过全国范围的专家论证和审议。

美国、加拿大、前苏联、瑞典、意大利、日本、瑞士、德国、法国、巴西等国同行也通过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三峡工程科研工作，特别是80年代，加拿大曾参与工程的咨询工作，提出了可行性论证报告。

鉴于三峡工程的复杂性，制定了先易后难，逐步锻炼队伍，积累经验，为最终解决三峡工程难题做准备的总体战略思路。因此，从60年代起，先集中力量修建汉江上的丹江口水电站；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兴建葛洲坝工程。这两个工程的成功实施，为三峡的最终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峡工程决策过程

三峡工程的决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有人把三峡工程从梦想走向现实的过程总结为“70年设想、50年勘探、30年争论”。三峡工程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审慎务实的态度。

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3年，在多年的勘测、设计、规划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了三峡水库150米水位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国家计委组织了350余名专家对这个报告进行了审查，虽然原则上同意这一报告，但对水库水位争论较大。

1984年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进一步论证。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问题的通知》，责成水利电力部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9年9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了重新编制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对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总之，三峡工程在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行性管理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等方面都综合运用了各种决策方法，最后终于选择决定了最少风险的、较佳的政策方案。

三峡工程的决策，是经过数以万计的中外工程师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做出的，正如一位国外友人所说的，“中国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行动”，可以称得上是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典范。（选自《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1日）
【第二节案例】
案例3—3 政策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

计划——项目——预算制度（PPBS）

理性途径凭借其逻辑而拥有许多追随者。然而，正如PPBS案例所表明的那样，理性决策直接明了的逻辑在现实中存在相当大的变动，而且，系统分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可能会导致其最终失败。

1961年，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la）在五角大楼里推介使用了PPBS。这项方法分三个步骤：（1）计划。高层官员制定国防活动的五年战略。（2）项目。将战略转化为对国防部的需要的具体说明，包括应在何时购买何种武器系统。（3）预算。将项目转变为每个年度的预算要求，与基本思路就是要将年度预算过程与长期计划相挂钩，而不是与随意性要求相联系。而且，每个分支机构都要根据规划而不是单位编制来制定预算。如五角大楼会根据国家的战略要求决定是否需要喷气式战斗机，如果需要的话，它要具备什么性能。而在预算方面，麦克纳马拉希望规划预算能够通过减少机构间为其特有的武器体统而进行的竞争来压低开支。

约翰逊总统对国防部所取得的成效甚为满意。1965年，他将PPBS推广到几乎所有的联邦非军事部门和机构，每个机构都要以计划的形式向预算局[Bureau of Budget ,现在的行政管理与预算局（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提交预算。计划预算要有大量的论证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所有相关的结果、费用、资金需要”以及“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所需的成本和收益”。此外，各个机构还要为未来计划和资金拟定一个五年规划。然而，这些规划往往是“冗长的愿望清单，列明了机构在没有被施加财政约束的情况下想在它们的计划上所作的投入”。PPBS文件和机构实际计划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很模糊。同时，由于国会仍沿袭旧的方式来操作拨款程序，PPBS与国会协议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很模糊。

PPBS没有对总统及国会的预算决议加以结合和改进，反而创建了自己的文案工作领域，PPBS最终不堪重负而失败。1971年6月，当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停止要求各机构将常规预算申请同PPBS文件一起上交时，联邦政府的PPBS也就宣告终结了。

从其最初的目标来看，PPBS是个失败的例子，它未能改变政府计划的进出，也未能真正把预算——政府收入——和它的产出联系起来。在尝试过该方法的外国政府和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及地方政府中，其结果都是相似的。PPBS的失败部分归因于预算者无法应付该制度在分析上的负担，从根本上将，它的失败是因为设计上存在明显的缺陷：PPBS没有根据它要运作的组织环境来设计。首先，PPBS的设计者将国会排除在外，而且PPBS的实施者“拒绝向国会透漏依据PPBS所做的研究和有关信息……（可是）缺少这种信息，国会甚至连针对项目进展提出恰当问题的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削弱”。其次，虽然PPBS仅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工具，但甚至连这种有限的环境因素也被忽略掉了。PPBS实施者对如何化解行政抵制准备不足，任何创新都会招致这样的抵制，但PPBS实施者似乎对许多其他政府官员显得相当傲慢。PPBS的实施使下层组织非常不安，因为PPBS看起来要夺走他们的权力（权力被集中到机构负责人和预算局手中），使分析工作从深谙政策的机构人员手里转移到那些擅长量化却不熟悉政策领域的PPBS技术人员手中，同时它要求的大量文件报告却对决无任何明显的作用。

然而，PPBS仍具有相当大的成效。它把大量能干的分析者引入政府，其中的许多人扔在为政府效力。它使许多高层官员和置业公务员熟悉了一种论述问题的新风格：强调解释目标、形成实现目标的各种途径以及在适当的时候使成本收益量化。现在，制定项目成本的多年规划已成为国会预算程序中的例行部门。

此外，五角大楼现在仍积极地实施一项修正过的PPBS。国防部官员继续制定长期规划，将这些规划转变为具体计划，然后再形成预算。这一过程的运行方式因行政方面的差异而有相当大的区别。共和党政府倾向于授予各个机构更多权力，而民主党政府则将权力更多地收归于国防部长身上。尽管PPBS持续存在，但结果却仍令人失望。原助理国防部长劳伦斯·J·科伯（Lawrence J . Korb）认为在里根时期，高层官员采取的PPBS“使得国防部的合理预算近乎崩溃，并是对国家一致性的进一步破坏。事实上，当1987年末温伯格（Weinberger）离开五角大楼地时候，预选程序几乎一片混乱”。科伯认为，国防部的规划对“预算程序几乎毫无影响”，规划会议的参与人数过多以至根本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决策，而前期的决策从来不会促成最终预算决策的形成。
（摘自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案例3—4 京津唐高速公路的成本—效益分析

京津塘高速公路是我国“七五”，至“八五”，期间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也是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者的跨省、市高速公路工程。该公路为新建双向4车道、全部控制出入的收费高速公路，连接两市一省及沿海港口，公路全长142.69公里。

（一）经济效益分析
1.经济成本分析和调整

（1）工程建设成本。

·四大消耗材料的影子价格。

钢材、木材按外贸货物调整；水泥、沥青按非外贸货物调整。调整后价格如表1
表1
	
	数量

消耗量
	市场采购价（元/吨）
	贸易费

％
	平均远距（公里）
	运费（元/吨公里）
	影子价格（元/吨）

	钢材/吨
	51153
	1967.86
	6
	400
	0.27
	2122.17

	木材/立方米
	52710
	1013.72
	6
	1500
	0.27
	1096.17

	水泥/吨
	305883
	157.8
	0
	400
	0.27
	315

	沥青/吨
	69515
	755.58
	0
	900
	0.27
	1088


·劳动力工资的调整：由于比重较小，不予考虑。

·土地费用的调整：由于建设高速公路，部分农田被征用，损失了农林牧渔业生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在作经济评价分析时，需以负值的形式计入效益（表2）

表2
	
	水田
	旱地
	菜田
	鱼、果、苗
	合计
	净收益（元/亩）

	A地
	653.42
	1818.28
	600.71
	193.25
	3265.66
	

	净收益
	405
	188
	1074
	1702
	
	608.92

	B地
	654.74
	66.88
	
	
	721.62
	

	C地
	1976.21
	6299.84
	1972.64
	860.27
	1114.76
	

	净收益
	452
	157
	1019
	641
	
	594.87

	合计
	3284.37
	8185.0
	2573.35
	1053.52
	15130.04
	


（2）公路大修及养护管理成本分析和调整

平均养路费用按1995年的35万元/年公里计算，近期的养护费用是4281万元/年，考虑一定的增长率，按平均每15年进行一次大修，预计第一次大修在2008年，大修费用为150万元/公里，初期总的大修费用预计为22500万元。

（3）汽车运输成本调整。

按照费用与效率的计算范围和计算口径对应一致的原则，汽车运输费用应相应调整为经济成本（见表3）。

表3         公路运输成本影子价格调整       单位：元/千吨公里，元/万人公里

	线路
	老路
	高速公路

	车型
	客车
	货车
	客车
	货车

	年份
	1995/1994
	1995/1994
	1994
	1994

	成本合计
	财务成本
	476.3/596.4
	363.6/352
	438.8
	259.9

	
	经济成本
	439.3/525.2
	337.0/326.7
	404.7
	241.2

	汽车财务运输成本
	工资福利
	56.7/67.8
	53.3/51.7
	52.2
	38.2

	
	燃料
	104.0/124.4
	105.6/102.4
	95.8
	75.6

	
	轮胎
	10.0/12.0
	18.7/18.1
	9.3
	13.4

	
	修理
	60.9/72.8
	37.4/36.2
	56.1
	26.7

	
	折旧
	131.5/157.2
	36.6/35.4
	121.2
	26.2

	
	养路
	71.8/85.9
	58.7/56.9
	66.2
	42

	
	管理
	7.7/9.2
	5.5/5.4
	7.1
	4.0

	
	税金
	11.5/13.7
	3.4/3.3
	10.6
	2.4

	
	其他
	22.1/26.5
	44.0/42.6
	20.4
	31.5


2.经济效益计算

（1）运输成本降低的效益。

运输成本主要包括染料费、轮胎费、大修费和车辆折旧费等项与运输量及交通条件相关费用。从油耗试验及成本调查结果看，客货车在高速公路比在相关老路上行驶其蚝油均有不同程度的效益。
（2）运输时间节省的效益。

高速公路时间节省效益。主要撒是车速大幅度提高所带来大量客货在途时间的节省。

老路时间节省的效益。自高速公路建成投产后，老路客车的平均行驶速度由原来的45公里/小时提高到55公里/小时，货车的平均的行驶速度由原来的30公里/小时提高到40公里/小时。

运输距离缩短的效益。与高速公路全称距离与老路相比缩短了24公里，使两地间来往车辆的行驶费用降低，带来运距缩短效益。

交通事故减少的效益。与道路内原来相关公路比较，高速公路开通后，每年事故明显减少，百万车公里事故发生率指标降低了一半以上。

相关公路减少拥挤的效益。由于高速公路的分流，使相关公路交通量增幅下降，减少拥挤，提高行车速度，缩短了客、货运车辆的在途时间，同时也降低了运输成本。

上述五项效益的总和详见表4。

表4                经济效益汇总表                         单位：万元

	
	成本降低
	时间节省
	里程缩短
	事故减少
	减少拥挤
	合计

	1990
	35.5
	1188.9
	23.4
	0
	0
	1247.8

	1993
	5646.7
	5828.1
	2413.0
	555.1
	10437.6
	24916.5

	1994
	9571.2
	8661.3
	3572.5
	589.9
	11266.4
	33661.3

	2002
	37033.3
	35189.0
	9172.2
	1123.7
	23523.1
	106041.3


（3）经济效益评价。

主要采用的经济评价指标为：效益成本比BCR、内部收益率比IRR、净现值NPV和投资回收期Pt（见表5）。

表5                 项目经济净现值（贴现率12％）             单位：万元

	
	效益合计
	费用合计
	效益现值
	费用现值
	累计净现值

	1986
	0
	15976
	0
	15976
	（15976）

	1990
	1247.8
	27878.8
	888.2
	19836.5
	(92850.5)

	1994
	33661.3
	34632.7
	15226.7
	15666.1
	110207.5

	1999
	84178.3
	6321.3
	21606.5
	1622.5
	19669.4

	2000
	93977.1
	6544.3
	21537.1
	1499.8
	367.9

	2005
	128480.5
	7572.4
	18712.5
	1102.9
	72721.9

	2010
	217286.9
	9565.0
	16033.2
	705.8
	169157.0

	2014
	292481.1
	11241.5
	13715.5
	527.2
	223742.2


利用经济指标的计算方法，得出经济效益评价的各项指标（见表6）。

表6
	评价指标
	计算结果

	效益成本比
	2.2

	内部收益率
	21.43％

	净现值
	223742.2万元

	投资回收期
	14年


（二）社会经济效益影响分析

1．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沿线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带的发展

该高速公路的建成，显著改善了道路交通状况，达到了投资环境改善和国土资源开发的目的。沿线先后兴建了10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了数百亿投资，其中，大部分为外资，引入大量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了一条高速公路布局的产业带，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点。

2．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区域经济
缩短了两城市地区间的距离．刺激了沿线地区及城市间客货运输发展。加强了人员的往来、科技和物资等方面的交流．从而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和带动区城

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沿线地区土地资源大幅增值

沿线一些地区在高速公路修建之前由于土质较差，一般只能种植两类农作物，土地价值每亩不足千元。建成后，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科技性产业地价每亩为5.5万元～8.5万元不等，工业生产加工性地价每亩为10万元以上，房地产行业用地可高达每亩15万元～20万元，商业性开发地价也达到每亩10万元左右。

4．加速区县的发展，促进大城市人口合理分布

高速公路的修建，为沿线地区城镇间的交通提供了方便条件。具备便捷交通条件的高速公路沿线地区将避免乡镇居民向城市转移。从而起到了促进城市人口合理分布，缓解大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的作用。

5．增加地区人口就业机会

由于带动了沿线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就提供了大量的就种机会。其中该高速公路本身交通管理、道路养护、车辆收费等部门的职员，以及服务区的汽车修理、加油站、餐饮等配套设施人员达1000人以上，加上沿线各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员工，合计约6万人。

6．推动了我国公路建设行业科学技术进步 

依托该高速公路建成而得到的科研成果，代表了我国公路建设和管理的先进水平，带动和促进了我国公路交通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为我国高速公路发展奠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
7.发挥了培养人才的作用

该高速公路的建设设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公路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才在后来的许多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和中坚作用。

（三）建设项目目标持续性分析

1.外部条件对项目目标持续性影响

该高速公路已成为改善沿线地区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发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要基础设施，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已经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公路两侧先后兴建的10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正逐步形成了一条高速公路产业带，成为沿线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内部条件对项目目标持续性影响

对高速公路建设期间的严格过程管理，使工程质量得到了有效的保证。自投入使用以来，物理状态一直良好，从当前质量状况分析，可以做到14年内不进行大修，使该高速公路能够节省养护维修费用，降低运营成本。

（摘自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案例3—5 向“三陪”小姐收个人所得税的伦理学分析  

1997年9月，广东的《南方周末》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当年5月，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税务局发出通知，凡在莆田市的高消费行业（诸如酒店、歌厅、舞厅、卡拉ok厅、美容院、桑拿厅等）从事陪酒、陪舞、推拿按摩等高收入的服务人员（俗称“三陪”小姐——笔者注），均要缴纳每月不低于100元的个人所得税。

当记者采访当地税务部门的领导时，他们明确表示，向这些小姐征税，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她们所从事的行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地的有关领导认为，向小姐征收可以达到两个效果：首先，可以调节社会分配（这些小姐月平均收入为3000元到4000元人民币，远远超出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其次，可以增加政府收入。有一位领导则说得干脆直接——这比让它不合法地存在，政府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要好。

“三陪”的实质就是出卖色情，这是一种下流可耻的行业。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处，所有的色情行业即被认为与健康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相悖，被政府坚决予以取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未来达到营利的目的，不顾人格尊严和廉耻，使得色情行业打着各种现代娱乐名目，重又死灰复燃。政府虽然屡屡查禁，却是禁而不止。于是，出现了福建省莆田市这项税收政策的出台。目的很明确，政府需要从中获利。

我们姑且不论政府出面收税同时却又否认这一行业的合法性，是否符合权力和义务相生相伴的原则，政府这一政策的道德示范作用趋势不容忽视的。在维护道德的纯洁和获取实际的经济收益之间，政府选择了后者。就在这期《南方周末》的另一个版面上，登出一则短讯说，在武汉市唐家墩，有人在路边公然贴出“急招三陪小姐”的广告，读来令人瞠目结舌。虽然这并是发生在莆田，但从中我们却不难窥见，地方政府在对待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不难想象，一旦莆田的做法推广开，类似的现象将层出不穷。

（摘自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案例3—6 运筹博弈的应用
田忌赛马

我国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产生了一个人人皆知的齐王与田忌赛马的故事。这是一个具体运用博弈方法的典型例子。齐王与大将田忌各有上马、中马、劣马若干匹，齐王要与田忌赛马，并约定每次各选上、中、劣马参加比赛，赛制为三局两胜制，输家付给赢家1000两黄金。但是，在同等级的马中齐王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如果是以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劣马对劣马进行比赛，田忌则完全没有取胜的希望。于是著名的兵法家孙膑为田忌谋划、制定对策，以田忌的上马对齐王的中马、以田忌的中马对齐王的劣马、以田忌的劣马对齐王的上马进行比赛。结果田忌以两胜一负的成绩取得了胜利。

这是两方零和的简单赛局，局中任何一方只要选取最佳策略，都有可能获得胜利。

（摘自张兆本：《新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